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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西昌邛海国家湿地公园为例，采用半结构访谈与参与式制图相结合的方法对当地居民进行调查。通过

质性+空间的混合分析方法探讨了居民感知冲突的类型、空间响应分布及其形成机制，旨在为自然保护地的冲

突管理提供参考，实现人地关系协调发展。结果显示：① 社区居民感知有 7 种冲突类型，分别为生计保障不足、

活动空间压缩、政策措施缺位、情感支持弱化、日常生活不便、环境质量降低和生产经营矛盾，前 5 种冲突总占

比达 76.4%，构成了当地的主要冲突；② 冲突的空间响应是居民对冲突关注度和不满意程度的共同反映，总体

上呈现出高值区相对独立、低值区连片分布的空间格局，响应水平较高的区域，具有较高的冲突显示度和管理

优先等级；③ 冲突的空间响应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复杂现象，其中旅游开发程度和生计策略的影响较大，交通

出行管理、居住区类型、土地利用类型和房屋修建管理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总体反映了邛海生态建设、旅游开发、

政策与制度安排、社会经济等基本情况，分别为冲突响应提供了原始动力、外部推动力、结构性动力和社会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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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资源消耗加快、环境污染严重的背景

下，建立自然保护地成为一种有效的生态保护措

施[1]。然而，资源保护与居民在地生活之间往往存

在诸多矛盾[2]。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自然

保护地建设的意义（如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调节

等）没有被纳入社会公共生活，政府决策是以生态

环境保护为优先级，而当地居民的日常实践逻辑

主要是以经济理性为导向的，导致官方话语与居

民诉求之间出现了断裂[3,4]；第二，自然保护地建设

引发了多种危机，其中搬迁安置、土地征收与赔偿

等问题虽是多方共同协商，但意见分歧仍然较大，

并由此导致了许多负面情绪，形成了冲突产生的

基础 [5,6]，成为影响自然保护地有效治理的关键

所在。

冲突一词源自社会学，既包括行为主体间对

立心理等不良情绪[7]，也囊括对抗、争斗等激烈的

社会行为[8]，常见理论解释包括社会建构论[9]、社会

分层理论[10] 和行动者网络理论[11] 等。然而，随着

人类对资源利用强度不断增加，学者们意识到冲

突除了具有社会维度，还有明确的空间维度[12]。在

生态建设过程中，当地社区居民作为重要利益相

关者，复杂的社会活动及关系网络使冲突呈现出

较强的社会性特点[13]，此外，这是高度依托自然环

境的活动，冲突在空间上表现为资源利用方式与

生态建设目标之间的不协调状态[14]，从社区角度

建立多方共治的冲突管理机制至关重要[15]。地方

治理不仅涉及社会文化背景，还关乎自然环境要

素，是一个复杂综合的过程[16]，深入剖析冲突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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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特征可以为地方治理提供决策支持。

过去 20 a，学界对冲突空间问题的探讨积累

了较多成果，主要集中在生态学、规划学和地理学

领域，关注人与动物的空间共处冲突[17]、土地利用

引起的环境问题[18]、城市化过程中的用地矛盾[19]、

区域规划的边界问题[20] 等，研究方法大多为地理

空间技术和数理统计分析。由于基于 GIS 的地图

数据相对容易获取，而反映社会文化感知的微观

数据的收集却往往存在困难[21]，一定程度上限制

了对冲突的进一步理解。随后，有学者将参与式制

图（participatory mapping）与叙事分析相结合分析

了土地利用冲突，提出冲突权衡的重点在于构建

满足多重景观价值与偏好的土地利用规划[22]。此

外，社会价值制图（social values mapping）[23]、文化

机会制图（cultural opportunities mapping） [24]、景观

价值制图（landscape values mapping） [25] 和参与式

情境规划（participatory scenario planning） [26] 等也

是获取社会数据的重要途径。这些方法不仅可以

对冲突的空间特征进行刻画，还能深入分析冲突

产生的原因，为冲突管理提供决策参考。虽然目前

冲突的空间研究已经积累了较多成果，为人们认

识冲突提供了不同方法和视角，但由于主体的社

会文化和经济背景会影响冲突感知[27]，进而建构

出不同的人地关系，鲜有研究在冲突空间分析时

考虑社区居民与当地环境之间的交互，不利于对

冲突的深入理解。

中国自然保护地众多，部分地区在建设过程

中或多或少触及了当地居民的利益，社区内部由

此产生了诸多不良情绪，为冲突产生埋下了伏笔，

因此，协调自然保护和社区关系成为可持续发展

的关键。本研究立足于社区居民来探究自然保护

地的冲突，通过半结构访谈收集社区居民感知冲

突的主要内容，结合参与式制图获取冲突的空间

位置，运用质性与空间方法分析冲突的空间响应

分布，以期为自然保护地的治理工作提供理论和

方法依据。本研究重点要完成 3 个工作：① 根据

感知属性数据归纳冲突类型；② 在已有研究和

理论基础上，提出感知冲突的空间响应测量方法；

③ 阐释感知冲突的空间响应的形成机制。 

1    研究设计
 

1.1    研究区概况

西昌邛海国家湿地公园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

自治州州府西昌市东南方向，距离城区约 5 km。

20 世纪 60 年代，邛海因为大量围海造田、无序开

发等活动陷入生态危机。1997 年，《凉山彝族自治

州邛海保护条例》正式颁布，开始推进邛海生态保

护工作。彼时，原本作为周边居民主要收入来源的

水产养殖和渔业等受到一定限制。2006 年，邛海

周边先后打造了月色风情小镇、青龙寺、月亮湾和

小渔村等景观，邛海泸山景区被评为国家 4A 级旅

游景区。为进一步创造良好的旅游环境，随后 3 a
相关部门对经营烧烤的船只开展了专项整治工作。

2010 年，开始实施系统的保护工作，启动了邛海生

态保护与湿地恢复建设，对周边居民进行搬迁安

置，通过退塘还湖、退田还湖、退房还湖（三退三还）

生态工程手段，4 a 时间共恢复湿地面积约 1 330
hm2，湿地总面积达 3 728.7 hm2，对当地水源涵养、

城市小气候调节等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还提供了

动植物栖息地和旅游景观等多重功能。2013 年，

邛海被评为国家湿地公园，成为重要的自然保护

地类型之一。目前，邛海国家湿地公园沿邛海水域

形成了环状结构，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湿地公园。

虽然邛海国家湿地公园的建成改善了当地生

态环境，并促进了旅游发展，但在此过程中，严格

禁止与资源保护无关的各种建设活动，限制房屋

修建、经营活动等。当地约 9 000 户（3.8 万人）居

民进行了生态搬迁，经济收入因此受到一定影响，

各方有关安置、土地赔偿等问题尚未达成一致，导

致人们的不满情绪较大。此外，湿地公园入口不足、

限时出入等给当地居民带来了较大不便，破坏湿

地围栏等冲突时有发生。综上，在生态文明建设背

景下，邛海国家湿地公园区域出现了复杂的社会

冲突现象，为本文提供了研究条件。研究区域包括

环湖的大渔村、小渔村、焦家村、缸窑村、古城村、

钟楼村和核桃村等，如图 1 所示。 

1.2    数据获取及处理

由于冲突大多隐性存在于人们的态度和价值

观之中并往往表现为负面情感，此外，冲突具有一

定敏感性，冲突表达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难以直

接对其进行调查。鉴于此，本研究根据“负面情感

填图–原因访谈–冲突类型–冲突的空间响应”的路

径对冲突进行分析，采用半结构访谈与参与式制

图相结合的方法收集数据，通过分层抽样方法选

取访谈对象，受访者均为当地居民或已经在此工

作生活了 10 a 以上的住户。11 名课题组成员于

402 地　　理　　科　　学 42 卷

 



2019 年 4 月 16 日前往西昌展开了为期 15 d 的访

谈和资料收集工作。4 月 17 日，全体成员在了解

当地环境后进行了预调研，根据调研效果和发现

的问题对调研工具进行了调整和完善。在正式调

研中，访谈的核心问题为“对比 2010 年邛海湿地

建设前后，有哪些地方让您觉得不满意？为什么？

在哪里？”，此外，为了帮助受访者理解，还设计了

一系列辅助问题。首先，受访者被要求在地图上识

别标志性地点（如自己家、广场等）以建立正确的

空间方向。随后，用带有特殊标记的小圆贴片在印

刷的研究区卫星影像（1︰35 000）上标记不满意的

地点，由调查者询问并记录不满意的原因以及不

满意程度（赋分为 1~5 分，1 表示程度最低，5 表示

程度最高）。为了保证信息准确性，不限制受访者

的贴点数量，允许其对调研问题不做回答。在征得

受访者同意后对访谈进行录音，每次访谈时长为

20~50 min。最后，记录受访者的人口统计学信息，

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情况等。

所有调查成员分为 A、B、C、D 共 4 组，各组

按照各自访谈顺序进行编号，如 A001 表示 A 组

第 1 位访谈对象。访谈结束后，受访者绘制的所有

点在ArcGIS10.4 中进行矢量化，总计空间点为737 个。 

1.3    研究方法 

1.3.1    扎根理论

扎根理论在没有预设理论的前提下，通过创

建一种关系模型使原始文本与最终核心主题相关，

从文本中发展一个综合性、解释性的理论，促进对

社会现象的理解[28]。在本研究中，受访者关于空间

标记点的叙述内容（不满意原因）是识别冲突类型

的素材，编码工作由两名研究团队成员独立完成，

然后将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并最终确定冲突类型。 

1.3.2    冲突的空间响应测算

冲突的空间响应是在主体对冲突关注度的基

础上，由不满意程度加权的结果，反映了基于居民

日常实践与态度取向的冲突空间分布。其中，居民

对冲突关注度高低的直接体现是冲突空间分布的

数量差异，可由核密度值表示；对冲突的不满意程

度则是居民根据自身情况做出的反馈，通过不满

意程度赋分表示。具体方法如下：

1）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估计（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KDE）
通过对空间点插值生成一个连续平滑的表面用于

判断数据分布范围及空间差异[29]。根据研究区范

围和空间点分布，设置分析像元大小为 100 m，搜

索半径为 500 m，对结果进行最大值归一化处理，

取值范围为 [0, 1]，采用自然间断法进行分组，值

越大的地方表示冲突分布越多，受访者关注度越

高，反之则越低。

2）反距离加权

反距离加权（Inverse Distance Weighted，IDW）

方法认为每个输入点在空间上对周围环境都会产

生影响，这种影响随距离增加而减小[30]。本研究利

用该方法对同一网格单元中冲突不满意程度的总

赋分进行插值，设置输出像元大小为 100 m，对结

果进行最大值归一化处理，取值范围为 [0, 1]，采
用自然间断法进行分组，值越大的地方表示居民

对冲突的不满意程度越高，反之则越低。

综上，冲突的空间响应是冲突关注度与不满

意程度的乘积，结果为 [0, 1]，值越大表示冲突的

空间响应水平越高，冲突显示度和管理优先等级

也越高，反之则越低。 

1.3.3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Geographical detector）是分析地

理要素空间异质性的一种统计方法，该方法要求

因变量为数值型变量，自变量为类型变量，因子探

测部分可以度量单一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独立作用，

交互探测部分则可以度量不同自变量对因变量的

交互作用[31]。本研究通过地理探测器探究不同因

 

图 1    研究区范围

Fig.1    The scope of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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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对冲突空间响应的独立及交互作用的影响程度，

取值范围为 [0，1]，值越大表示该因素影响更大，

反之则越小。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样本特征

调研共发放问卷 400 份，筛选后得到 308 份

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77%。受访者的性别分布

相对均衡，男女占比分别为 51.3%（158 名）和

48.7%（150 名）。从民族构成来看，297 名受访者

为汉族，11 名是少数民族，分别为 6 名回族、4 名

彝族、1 名藏族。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

主要为初中及以下，占比 91.56%。大部分受访者

的月收入集中在 3 000 元及以下，占比 73.05%。受

访者在空间上总共标记了 737 个点，平均每人标

记了 2~3 个，其中男性比女性标记更多，总计为

459 个，占比 62.28%，而女性则只有 278 个，占比

37.72%。 

2.2    冲突类型构成分析

根据扎根理论对受访者的叙述文本进行编码，

产生了 1 487 个开放式编码，最终归纳得到 7 种冲

突类型，占比由大到小分别为生计保障不足、活动

空间压缩、政策措施缺位、情感支持弱化、日常生

活不便、环境质量下降和生产经营矛盾，各类冲突

占比及具体内容见表 1。
不同冲突类型包含不同内容，反映了社区居

民当前在地生活状况及负面情绪产生的主要原因。

其中，生计保障不足是居民因土地征收、收入来源

丧失等造成的生活困难，这种共同感受表现了湿

地建设对人们生活产生的重要影响。活动空间压

缩是社区居民对湿地进入性降低、门票收取不合

理以及娱乐设施缺乏等方面的负面感知，反映出

人们的日常休闲空间并没有因湿地公园建成而扩

大。政策措施缺位是由于相关管理部门对居民搬

迁安置以及征地赔偿等方面缺乏管理，导致人们

对此感到不满。情感支持弱化反映的是湿地恢复

和旅游开发等因素对当地居民的童年记忆、社会

关系、精神信仰等方面的消极影响，使得人们感受

到冲突。日常生活不便体现了人们对当地生活便

利程度下降的感受，主要包括交通不便和基础设

施不足两方面。环境质量降低表现在居民对生态

环境受损和居住环境嘈杂等方面产生了较多抱怨，

主要是居民在湿地建设后对邛海水域的生活用水

质量下降以及旅游发展后生活噪音增加的普遍认

知。生产经营矛盾是居民对营商环境萧条、经营受

限、房屋建设受阻的集体感知。 

2.3    冲突空间总体分布特征

为了得到冲突的空间总体分布特征，应用核

密度估计对上述冲突类型对应的空间点进行分析，

颜色越深核密度值越大，居民关注度越高。从图 2
可以看出，冲突在空间上并非均匀分布，存在明显

的高值区域，主要分布在：① 湿地附近，如梦寻

花海湿地、观鸟岛湿地等。在湿地恢复前，这些地

方原本是当地居民的农田，居民长期以来依靠耕

地维持生计，湿地恢复后农田被征收，生计方式被

迫发生转变，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人们的生活负担。

湿地建成以后，开始收取门票，当地居民要缴纳一

定费用才可以进入湿地，使得居民活动范围受到

限制，导致他们对湿地区域表达了较多冲突；② 居
住村落周围，如小渔村、缸窑村和焦家村等。这些

大多是湿地建设过程中搬迁户重新聚居在一起形

成的村落，居民原有居住方式被改变，搬进了新式
 

表 1    邛海国家湿地公园的冲突类型构成

Table 1    The conflict categories in the Qionghai National Wetland Park
 

冲突类型 主要内容 频数 占比/%

生计保障不足 土地被征、收入来源丧失、生活压力增大、社会保障缺乏等 383 25.76

活动空间压缩 湿地进入性降低、门票收取不合理、娱乐设施缺乏等 297 19.97

政策措施缺位 管理体制欠缺、搬迁安置矛盾、赔偿不足等 241 16.21

情感支持弱化 与老家联结减弱、童趣丧失、邻里关系冷淡、精神信仰破坏等 215 14.46

日常生活不便 交通不便、基础设施不足等 148 9.95

环境质量降低 生态环境受损、居住环境嘈杂等 109 7.33

生产经营矛盾 营商环境萧条、经营受限、房屋建设受阻等 94 6.32

总计 1 487 100

404 地　　理　　科　　学 42 卷

 



住宅小区，虽然客观上整体住房条件得到改善，但

是居民不仅没有产生认同感，反而表现出一定的

生活不适应，此外，限制房屋修建导致居民在居住

村落周围赋予了较多冲突；③ 主要景观节点，如

月亮湾和青龙寺等。作为湿地建成前邛海的两个

重要景点，这里是人们主要的娱乐场所。月亮湾是

烧烤、聚会、游泳的主要去处，承载了大量美好回

忆；青龙寺是当地祭祀的主要场所，象征着居民的

精神信仰，但修建环海路之后青龙寺的入口被封，

居民不能自由进出，祭祀活动受到一定影响，由此

产生了较多抱怨，导致该地冲突分布较多。

总体来看，湿地建设后社区居民反映的冲突

在空间形成了多个高值区域，直观反映了居民负

面情绪的空间分布特征，体现了人们对冲突关注

度的差异，这与不同场所的主要功能、性质以及所

承担的活动类型有关。 

2.4    冲突的空间响应水平分析

冲突的空间响应是主体日常实践和态度取向

的映射，有必要将其纳入冲突空间分析中，因此，

本研究构建了包括冲突关注度（核密度）和不满意

程度（反距离权重）的测算方法，通过二者归一化

栅格图层相乘的结果表示冲突的空间响应水平。

图 3 是冲突不满意程度赋分的反距离插值结果，

颜色越亮的地方值越大，居民的不满意程度越高，

图 4 是冲突的空间响应结果，颜色越亮的地方表

示该地冲突较多且不满意程度较高。居民感知冲

突的不满意程度对空间响应分布格局有显著影响，

形成了 4 个高值区，分别为小渔村、缸窑村、月亮

湾和青龙寺，次高值区主要分布在高值区外围及

其他区域。

综合图 2~4 来看，冲突的空间响应高值区可

以分为两组。一是月亮湾和青龙寺，空间响应水平

 

图 2    冲突空间总体分布核密度结果

Fig.2    The kernel density results of all conflicts in spatial

 

图 3    感知冲突的不满意程度结果

Fig.3    The results of dissatisfaction with perceived conflicts

 

图 4    感知冲突的空间响应结果

Fig.4    The results of spatial response of perceived confli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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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 0.71，冲突关注度（＞0.68）和不满意程度

（＞0.58）都较高，是冲突显示度和管理优先等级最

高的区域。这两个区域是居民重要的活动场所，长

期的社区生活使得人们在此建立了强烈情感联系，

然而湿地建设后交通限制、商业化发展等因素打

破了既定活动节律，导致人们感知了较多冲突。二

是小渔村和缸窑村，空间响应水平为 0.43~0.71，
冲突显示度和管理优先等级较低，虽然居民对这

两个地方的不满意程度较高（＞0.58），但冲突关注

度并非最高范围（0.44~0.68），因为居民搬迁至此

集中居住，随着居住形式的转变，移民社区社会关

系也因此改变，住房、生计来源、社会融入等问题

随之而来，尽管人们绘制了较多冲突且不满意程

度较高，但居住条件改善也是客观事实，所以最终

冲突的空间响应水平并非最高取值范围。除上述

高值区外，冲突在梦寻花海、梦回田园湿地以及焦

家村、钟楼村等区域的空间响应值为 0.04~0.43，
尽管这些地方的冲突关注度较高（＞0.44），但由于

不满意程度较低（0.11~0.58），因此冲突的空间响

应水平一般，冲突显示度和管理优先等级不高。空

间响应水平小于 0.04 的区域主要位于邛海水域、

古榕月韵广场以及上述高值区外围，这些地方冲

突的关注度（＜0.13）和不满意程度（＜0.11）都较

低，冲突显示度和管理优先等级最低。

可以看出，居民感知冲突的空间响应水平不

仅与对冲突的关注度高低有关，还会因主体的不

满意程度不同而存在空间分异，主要表现出高值

区相对独立、低值区连片分布的空间格局。主体对

冲突的不满意程度为分析基于日常实践的冲突空

间分布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3    冲突的空间响应形成机制
 

3.1    影响因素分析 

3.1.1    地理探测因素选取

保护区冲突的影响因素较为复杂，生态、制度、

经济、社会文化和旅游开发等因素对冲突形成具

有重要影响[32,33]。在相关研究基础上，通过对案例

地的分析，本文以冲突的空间响应为因变量，选取

土地利用类型（反映生态建设与保护）、旅游开发

程度（反映旅游开发状况）、房屋修建管理和交通

出行管理（反映政策与制度安排）、生计策略和居

住区类型（反映社会经济状况）为自变量。其中，土

地利用类型分为水域、湿地、耕地、住宅用地、林地

和公服用地 6 类；旅游开发程度分为开发程度较

高、开发程度一般和开发程度较低 3 类；房屋建设

管理分为严格禁止修建和允许统一修建 2 类；交

通出行管理分为不限制通行和限制通行 2 类；生

计策略分为农业主导型、旅游主导型、务工主导型

和其他类型 4 类；居住区类型分为搬迁距离较近、

搬迁距离较远和未搬迁 3 类（表 2）。 

3.1.2    地理探测结果分析

为了明晰不同因素对冲突的空间响应的影响

程度，利用地理探测器进行分析。因子探测结果显

示（表 3），6 种影响因素均通过了 0.01 水平的显著

性检验，从 q 值可以看出，冲突的空间响应虽然是

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复杂现象，但影响程度具有

一定差异，大致可以分为两组，一是影响程度相对

较高的因素，包括旅游开发程度（X2）和生计策略

（X5），q 值分别为 0.364、0.309，二是影响程度相对

较低的因素，包括交通出行管理（X4）、居住区类型

（X6）、土地利用类型 (X1) 和房屋修建管理（X3），q
值分别为 0.235、0.229、0.188 和 0.165。交互探测

结果显示（表 4），两两影响因素组合对空间响应的

作用均大于其中任一因素的独立作用，表现为双

因子增强（即两两因素交互的影响大于其中任一

因素的独立影响）和非线性增强（即两两因素交互

的影响大于两因素的影响之和），不存在交互作用

减弱或独立的情况。其中，土地利用类型（X1）∩生

计策略（X5）交互作用的影响最大，q 值为 0.626，
其次土地利用类型（X1）∩居住区类型（X6）、土地

利用类型（X1）∩房屋修建管理（X3）、旅游开发程

度（X2）∩房屋修建管理（X3）等交互作用的影响也

较大，q 值分别为 0.620、0.600 和 0.596，房屋修建

管理（X3）∩居住区类型（X6）的交互作用最小，q 值

为 0.241。 

3.2    形成机制分析

在生态文明建设背境下，恢复生态环境并协

调人地关系，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长

期以来，邛海湿地恢复与旅游发展使当地自然环

境和日常生活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搬迁安置、生

计来源及社会关系变化等成为新的困境，此外，自

上而下的制度安排缺乏对居民日常生活的考虑，

束缚了人们的日常活动。通过上述地理探测器的

分析，可以发现冲突的空间响应具有复杂综合的

特点，梳理不同因素的驱动作用有助于理解其潜

在形成过程（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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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地利用类型（X1）是邛海湿地恢复过程中

生态建设的直观反映，因子探测 q 值为 0.188，表
明其对冲突的空间响应影响较大，这些活动打破

了人们惯常生产生活环境，奠定了空间响应的原

始动力。在湿地恢复前，居民大多临水而居，主要

收入来自渔业和农业，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生活模

式。然而，随着邛海生态保护的持续推进，“三退

三还”工程开始实施，大量居住在湿地周边的居民

搬迁，政府对耕地进行流转或征收，这些措施虽然

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邛海生态环境，但由于居民

通常是有限理性的主体，他们更关注因湿地建设

带来的生活环境及方式变化，并产生了诸多不满，

“我们很看重土地，但因为修湿地，土地基本都被

征用了，以前那些地都是良田，可以靠种田维持生

活，现在没有稳定收入来源，生活没有保障，湿地

对我们没什么用”（A013）。由于生态保护是持续

性工作，居民社会经济活动则更多以追求利益为

目的，因此成为相关管理部门与当地居民之间矛

盾产生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2）旅游开发程度（X2）反映了邛海不同区域的

旅游发展状况，因子探测 q 值在所有因素中最大，

为 0.364，是冲突空间响应的主要影响因素，旅游

开发作为自然保护地产业转型的重要途径，在资

源利用与保护之间往往存在紧张关系，为冲突的

空间响应提供了重要外部推动力。在邛海大力推

进旅游发展过程中，由于土地等生产资料丧失，许

多居民转变了生计方式，积极参与到旅游服务行

业中，其中小渔村和缸窑村的旅游开发程度较高，

 
表 2    冲突的空间响应地理探测因子

Table 2    The geodetected factors of conflicts’ spatial response
 

指标维度 探测因素 因素分类

生态保护与建设 X1土地利用类型 水域、湿地、耕地、住宅用地、林地、公服用地

旅游开发 X2旅游开发程度 开发程度较低、开发程度一般、开发程度较高

政策与制度安排
X3房屋修建管理 严格禁止修建、允许统一修建

X4交通出行管理 不限制通行、限制通行

社会经济状况
X5生计策略 农业主导型、旅游主导型、务工主导型、其他类型

X6居住区类型 搬迁距离较近、搬迁距离较远、未搬迁

 
表 3    冲突的空间响应因子探测结果

Table 3    The factor detection results of conflicts’ spatial response
 

X1 X2 X3 X4 X5 X6

q值 0.188 0.364 0.165 0.235 0.309 0.229

P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注：变量含义见表2。

 
表 4    冲突的空间响应交互探测结果

Table 4    The interactive detection results of conflicts’ spatial response
 

X1 X2 X3 X4 X5 X6

X1 0.188

X2 0.560 0.364

X3 0.600 0.596 0.165

X4 0.523 0.372 0.299 0.235

X5 0.626 0.552 0.496 0.313 0.309

X6 0.620 0.396 0.241 0.312 0.435 0.229

　　注：黑体数据表示双因子增强类型；下划线数据表示非线性增强类型；变量含义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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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在发展早期就参与其中，参与形式多为经营

餐馆、住宿服务等，然而，严格的资源保护使得生

产经营活动受限较多，居民收益受到影响，不断出

现各种矛盾，“现在我们不能靠种田生活，要不出

去打工，要不就在本地找事干，但是本地做生意也

不好做，景区不准摆摊，只能在比较远的地方摆，

那种地方生意又不好”（C049）。
3）房屋修建管理 (X3) 和交通出行管理（X4）

体现了居民对政策与制度安排的负面感知，因子

探测 q 值分别为 0.165、0.235，相关政策制度往往

表现为居民在地生活的各种约束，成为一种结构

性动力。生态保护和旅游开发的有效推进通常依

赖于制度性措施，这要求居民的各种行为必须合

乎规范。然而，当地居民遵循了既定政策却没有得

到相应生活保障，“我们当初同意搬迁，现在房子

比以前小了很多，有些家里人多就住得很挤，很不

方便，就算是这样想修房子的话也不行，政府不会

审批，必须他们统一修才可以，很多人意见很大”

（B027），“自从湿地建成以后，核桃村那里就封起

来了，平时我们出门想开车都不给过，本地的私家

车也不行，现在孩子上学也挺麻烦的，必须要坐观

光车才能进去” （A095），诸如此类的限制导致社

区居民对保护、开发等项目产生反对情绪，由此形

成的张力使得冲突产生成为可能。

4）生计策略（X5）和居住区类型（X6）反映了湿

地建设后居民的社会经济状况，q 值分别为 0.309、
0.229，对冲突的空间响应有重要影响，居民的经济、

社会关系等会随湿地建设与旅游发展而产生变化，

重构人们对地方的适应和认同，并因此积累较多

负面情绪，为冲突的空间响应确立了社会性动力。

邛海旅游发展为当地居民提供了更多就业可能，

改变了人们的经济收入结构，旅游收入成为重要

的收入来源，然而，在此过程中，居民不同的生计

来源方式成为冲突空间响应产生差异的重要原因，

“我们是从月亮湾搬到焦家村，土地没有，旅游也

没发展到我们这边，只有靠出门打工挣钱，不然生

活都困难，但是核桃村那边的人基本都在搞旅游，

他们收入很高，日子越来越好了”（D018）。已有研

究表明，社区居民日常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

寻找和建立社会关系[34]。邛海当地居民大多自幼

就居住于此，长期的当地生活经验成为嵌入并指

导他们日常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居住环境在

没有得到良好协调的情况下发生变化时势必会引

发身份认同、社会关系断裂等问题，“即使我们现

在搬到小区楼房里面了，但我们本质上还是农民，

以前朋友住得近很方便，现在都搬到不同村里了，

邻居都不熟悉，没有人一起去逛街，有点不习惯，

现在还要收物业费，不好”（C041）。 

 

图 5    邛海国家湿地公园居民感知冲突的空间响应形成机制

Fig.5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spatial response of residents’ perceived conflicts in the Qionghai National Wetland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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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在生态文明建设和旅游开发背景下，自然保

护地的冲突已经对当地社区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

为了实现生态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厘清自然保护

地居民感知冲突的类型，并揭示冲突的空间响应

分布和形成机制具有现实意义。本研究以西昌邛

海国家湿地公园为例，运用质性和空间分析相结

合的方法，分析了冲突的类型构成及空间响应特

征，进一步阐释了空间响应的形成机制，主要结论

如下：

1）邛海国家湿地公园存在 7 种冲突类型，分

别为生计保障不足、活动空间压缩、政策措施缺位、

情感支持弱化、日常生活不便、环境质量降低和生

产经营矛盾，其中前 5 种冲突总占比达 76.4%，构

成了当地的主要冲突。多元化的冲突构成反映了

社区居民的集体感知，同时也体现了当地自然与

社会发展复杂的现实情况。

2）冲突空间分布范围较广，湿地附近、居住村

落和主要景观节点等区域汇聚了大量冲突，形成

了明显的高值区，是社区居民对冲突关注度较高

的反映。但是，冲突的空间响应水平不仅与冲突关

注度高低相关，还因不满意程度不同而存在空间

分异，呈现出高值区相对独立、低值区连片分布的

空间格局，这与不同地方的性质、功能以及人们的

社会活动紧密相关。

3）冲突的空间响应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复杂

现象，地理探测器的因子探测结果表明旅游开发

程度、生计策略的影响较大，反映了旅游开发这一

高度依托生态环境的活动形成了外部推动力，而

基于主体日常实践的社会经济状况是重要的社会

性动力；交通出行管理、居住区类型、土地利用类

型和房屋修建管理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为理解政

策与制度安排这一结构性动力以及生态建设的原

始动力等提供了重要参考。两两因素交互探测的

结果则表现为双因子增强和非线性增强。 

4.2    讨论

自然保护地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载体，对

维护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旅游开发等人类活

动对自然环境产生了诸多干扰，迫切需要加强生

态环境保护。然而，自然保护地附近往往有大量居

民居住，他们的社会生活与自然环境相互嵌套，经

济发展与资源保护之间派生出诸多矛盾，因此出

现了复杂的冲突现象[35]，厘清冲突类型并明确空

间响应水平及其形成机制有助于深入了解冲突产

生的原因，为实现有效生态保护和地方治理提供

参考。

本研究根据“负面情感填图−原因访谈−冲突

类型−冲突的空间响应”的路径，通过质性与空间

分析的混合研究方法对居民感知不满意的地方进

行冲突分析。质性分析结果显示，7 种冲突类型反

映了生态建设与旅游开发下社区居民的生活困境

及负面感知，与已有研究相似，主体感知的冲突大

多是价值、态度和认同的差异，实质性对抗较少[36]。

此外，由于冲突调查具有一定困难，开放式调查则

有利于理解当地的冲突构成。空间分析结果显示，

冲突的空间响应呈现出高值区相对独立、低值区

连片分布的格局，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如青龙寺）

汇聚了更多冲突且不满意程度较高，其空间响应

水平较高，具有较高的冲突显示度和管理优先等

级。进一步的地理探测结果表明，冲突的空间响应

主要受旅游开发程度和生计策略的影响，交通出

行管理、居住区类型、土地利用类型和房屋修建管

理也具有重要影响，不仅反映了邛海生态建设和

旅游发展的现实状况，也体现了相关政策制度及

居民社会经济状况。

社会−空间辩证法主张空间并非游离于社会

过程之外，而是社会过程的产物，为理解社会与空

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重要理论框架[37]。邛海国家

湿地公园的冲突现象不仅体现了生态建设时期土

地利用等物质空间的转变，也表征了当时社会、经

济、认同等社会关系的变化。一方面，湿地恢复、

旅游开发等活动是高度依赖土地资源的空间活动，

直接表现为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导致自然环境

受到影响；另一方面，自然环境发生变化的同时，

附载其上的社会环境也因此改变，导致人们惯常

的生活环境受到扰动。这种物质空间与社会关系

的复杂变化构成了冲突产生的基础，使得人们对

冲突既形成了一定的共同感知，同时也存在响应

程度的差异，充分关注社会冲突才能有效管理自

然资源[38]。可以看出，生态建设不仅是自然保护的

基础，也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补充，应当考虑

当地历史、文化及居民需求[39]，在此基础上重建人

与自然的联系，增强生态保护的内生动力，最大程

度缓解冲突带来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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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质性+空间相结合的方法对自然

保护地社区居民感知冲突的空间响应进行了探究，

深化了冲突研究内容，但由于冲突的影响因素复

杂多样，本研究尚未明晰年龄、收入、职业、居住时

长等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影响，后续可以结合相关

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做进一步研究，以期更全面地

揭示冲突产生的原因。此外，空间冲突作为一种人

地交互现象，通常与土地利用方式相关[40]，未来可

以将社会调查与不同时相的遥感影像相结合，探

讨冲突与土地利用变化之间的关系，深入理解空

间冲突的形成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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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atial Response and Its Formation Mechanism of Community Residents’
Perceived Conflicts in Nature Reserve: A Case Study of

Qionghai National Wetland Park

Liu Yang1，Zhao Zhenbin1，Li Xiaoyong1，Zhang Jianrong2，Li Yangyang1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Shaanxi, China; 2. Faculty of Culture
Tourism, 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aiyuan 030031, Shanxi, China）

Abstract:  The nature reserve is the cor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Conflicts between the local life
of community residents and the protection of resources have become the key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 Taking Qionghai National Wetland Park as a study case, this article employs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and participatory mapping to investigate local residents. Finally, 308 sets of questionnaire and map are collec-
ted and 737 spatial points are mapped. By combining qualitative analysis with spatial analysis, residents’ per-
ceived conflicts and its spatial response are analyzed. Furthermor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formation mechan-
ism of  spatial  response residents’  perceived conflicts.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re are  7 conflict  categories,  in-
cluding insufficient livelihood guarantee, compression of activity space, absence of policy, weakened emotion
support, inconvenience of daily life, environmental quality decline and production contradiction. The first five
conflict categories accounted for 76.4% of the total, constituting main conflict contents perceived by residents.
Spatial response of conflicts is a common reflection of residents’ attention to and dissatisfaction with conflicts.
In spatial, the conflict distribution of high-value areas is relatively independent and low-value areas are gener-
ally continuous. The higher-level areas of conflicts’ spatial response have a higher degree of conflict exposure
and management priority. Multiple factors can exert influence on conflicts’ spatial response. In Qionghai Na-
tional Wetland Park,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livelihood strategy are most influential factors. Geodetector res-
ults display that although the impact of traffic travel management, residential area type, land use type and hous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re  less,  they  have  an  important  explanatory  effect  on  conflicts ’  spatial  response.
Overall, these  factors  reflect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tourism  development,  institution  arrangements  and  so-
cioeconomic status in Qionghai, which provides spatial response primitive, external driving, structural and so-
cial force.

Key words:  grounded theory; perceived conflicts; geodetector; the Qionghai National Wetland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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